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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推进数字经济普惠发展，并与就业优先战

略相协同，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一方面，发

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

遇的战略选择。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

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另一方面，“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党的二

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要“强化就

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因而，推进数字经济与就业优先战略的协同发

展，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科

学与政策研究领域关注的核心议题。

当前关于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讨论极其丰富

(Korinek & Stiglitz，2018；Van Roy et al.，2018；戚聿

东、褚席，2021；胡拥军、关乐宁，2022；Yildirim et al.，
2022)，但既有研究主要基于对“失业风险”的担忧，

或利用替代/补偿框架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机

会总量的影响(Arntz et al.，2016)，或基于有偏技术进

步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就业效应在劳动者内部的分

配，特别是不同技能结构劳动者的机会差异(Harri⁃
son et al.，2014；David，2015；Mokyr et al.，2015；Ace⁃
moglu & Restrepo，2019)，而鲜有研究分析数字经济

发展对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多样性的影响。中国式

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规模巨大的人口要实现共同富裕目

标，就业总量至关重要，而大量低技能结构的劳动力

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数字经济普惠共享发展也至关

重要。因此，讨论数字经济战略与就业优先战略的

协同发展，既要关注劳动力市场整体的机会结构变

化，也要评估其就业效应的包容性与公平性。事实

上，职业多样性不仅为理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公平

性与包容性提供分析视角，同时，相对于数字时代对

就业总量与失业率估计的难度，职业多样性更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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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数字时代就业与失业边界高度模糊化背景下劳动

力市场整体机会空间的变化。然而，既有研究对数

字经济与职业多样性的讨论较少，关于数字经济包

容性的研究也主要是基于欧美经验，国内鲜有从整

体机会空间与机会结构角度开展实证研究。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从职业多样性视角讨论数

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具体而言，一是针对既有

研究对数字化背景下劳动力市场机会分布特征测度

的不足，创新性地引入了职业多样性指标，并介绍其

优势；二是针对既有关于有偏技术进步理论的讨论

主要聚焦于个体与微观层面，本文关注城市层面的

人口技能结构特征，分析数字经济对不同技能结构

城市的职业多样性的影响。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

可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引

入职业多样性指标，更能体现整体机会结构公平性，

为评估就业公平性提供了新视角；第二，本文将既有

关于有偏技术进步理论的讨论从个体、群体层面上

升到城市层面，讨论数字时代城市劳动技能结构与

职业多样性的关联。

文章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与机

制分析，重点回顾了既有研究对数字经济就业效应

的讨论与不足，进而引入职业多样性指标，介绍其优

势，最后基于相关理论提出了文章的研究假设；第三

部分是数据、变量和研究设计，该部分针对既有研究

在数字经济测量上的不足，介绍了本文的数字经济

测量策略与依据；第四至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讨论

和稳健性、异质性分析；最后是结论。

二、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理论脉络：从失业隐忧

到包容性发展

(一)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研究：总量担忧与不平等

议题

现有关于数字经济就业效应讨论的首要问题是

机会空间增长问题，即就业总量与失业议题。对就

业而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一把“双刃剑”。

内生增长理论等经济学主流理论将技术与效率驱动

的增长视为可持续增长的源泉，没有技术创新与技

术发展，经济高质量增长就缺少基础 (Freeman &
Soete，1997；Lucas，1988)。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的每

一次技术进步几乎都伴随着对失业的担忧，这使得

技术创新与新技术使用的就业效应成为社会科学与

政策制定者辩论的核心。替代/补偿框架是从整体

方面理解技术或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常用理论框

架。其中，替代框架认为技术进步将取代某些传统

的、常规的工作，带来失业压力 (Korinek & Stiglitz，
2018；Yildirim et al.，2022)，进而对可能的失业问题

忧心忡忡(Arntz et al.，2016)。在中国，“机器换人”的

“替代效应”甚至已冲击中高端、智力工作岗位(胡拥

军、关乐宁，2022)。补偿框架则关注到工业革命以

来的每次新技术浪潮都在生产力增长中带来新业

务、新机会，从而拉动就业 (Matuzeviciute et al.，
2017)。新技术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

技术的就业创造效应与补偿机制 (Harrison et al.，
2014；David，2015；Mokyr et al.，2015)、技术进步的效

率机制与竞争优势。其中，技术使用带来的效率与

竞争优势的提升，还将通过投资效应、工资调整、劳

动力迁移、消费需求变化和新产业的出现等带来新

的就业机会 (Van Roy et al.，2018；戚聿东、褚席，

2021；Yildirim et al.，2022)。
关于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另一重要视角是机会

分配与不平等议题。每次技术变革伴随着机会结构

调整的是新“输家”和“赢家”的产生。“去技术化”理

论强调资本在技术采用中的作用(布雷弗曼，1978)，
资本驱动“偏向投资的技术变革”(Greenwood et al.，
1997)，导致财富分配中资本份额的增长与劳动者份

额下降的同时(Kristal，2013；皮凯蒂，2014；Acemoglu
& Restrepo，2018)，劳动者内部的机会空间也在不断

分化。其中，互补理论关注资本与高技能劳动者的

互补关系，即数字经济中的高技能“赢家”。技术增

长给高技能劳动者带来了新的机会(Acemoglu & Au⁃
tor，2011)。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和普及导致对高技能

人才需求的增加，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合组织国家

的技能溢价和高技能就业的增加可视为互补理论的

例证(Acemoglu，2002；Goldin & Katz，2009；Sebastian
& Biagi，2018)，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是，

高技能劳动者总收入的显著提升 (谢富胜、吴越，

2019)。与之对应的是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的“替代

效应”造就的“新输家”(Gallego & Kurer，2022)。事实

上，数字时代被替代的劳动力并非简单地“退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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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市场，他们或留在劳动力市场而工作质量不断

下降(Spreitzer et al.，2017)，或转向“兼职、短期和临

时工作、独立承包”等“非正规就业”(Kalleberg，
2000)。这也使得关于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讨论面

临新挑战——数字时代的就业不平等不仅仅是劳动

力市场的“退出”与失业，还有可能是以灵活务工等

隐性失业的形式体现出来。“替代效应”造就的“输

家”转为“夫妻店”“自我雇佣”“自我经营”等灵活务

工，在服务业与一些特定行业集聚。当下中国劳动

力市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大量群体成为外卖骑手

或网约车司机，他们并非失业者且收入也没有显著

下降，但这是以劳动时间与强度的增加为代价的。①

(二)数字经济就业效应述评：就业效应识别与包

容性测量

评估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的利与弊，是政策辩

论与学术争鸣的核心。数字技术创新带来经济繁荣

的同时也激发社会各界对失业与不平等的担忧，与

此相关的研究快速增长。虽然替代/补偿框架、去技

能化与有偏技术进步理论均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一

定的支持，但是既有研究在就业效应的识别上依然

存在诸多不足。其一，诸多研究基于替代/补偿框架

聚焦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试图澄清其就业

效应的整体图景，而劳动力就业的跨部门、跨区域转

移与互补性亟需宏观的、整体性的研究(Yildirim et
al.，2022)，但既有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企业、个体等

微观视角展开讨论 (Calvino & Virgillito，2018)。其

二，数字时代就业市场的新特征模糊了就业与失业

的边界，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就业总量讨论的难度，亟

需引入新的、与数字时代就业特征相匹配的评估工

具。事实上，数字时代的劳动力市场与劳动者份额

已迥异于传统工业社会。“非正规就业”等就业形式

的兴起，使得就业与失业的边界变得模糊，传统的失

业与就业总量统计对劳动力市场的解读能力被削

弱。同时，也使得数字经济的“输家们”更可能聚集

于特定行业，改变了传统的职业分布特征。此外，

“非正规就业”等就业形式的自我剥夺与高强度的劳

动投入也让单一收入指标备受考验。

因此，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亟需新的

评估指标。与数字时代的就业特征相对应，这一评

估指标至少应该具备如下特征：一是分布式。鉴于

数字经济中的“输家们”涌向外卖、网约车等特定行

业的趋势，评估指标要能够更好地捕捉、反映数字时

代的职业分布特征。二是整体性。评估应该是城

市、地区整体层面的指标，而非企业、个体层面的指

标。对此，社会学与管理学常用的多样性指标具有

显著优势。

其一，数字化时代就业与失业边界日益模糊，给

就业总量测量带来挑战，而职业多样性指标能有效

地刻画劳动力在各类职业中的分布特征。作为分布

式指标，职业多样性能较好地捕捉数字时代劳动者

涌向外卖、网约车等非正规就业渠道的特征。

其二，多样性指标是整体性评估指标，常被视为

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包容性的显示器(Portes & Vick⁃
strom，2011)。在社会学、管理学研究中，常常将其用

于性别、族群不平等研究，将多样性视为特定职业、

行业与区域隔离的对立面(Lee & Bean，2004；Page，
2015)。作为衡量机会均等性的首要指标 (Holton，
2005；DiTomaso et al.，2007)，多样性指标既可以用于

企业等微观层面的研究，也可以用于社区、城市尺度

的机会分布研究，测量就业机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

分布特征。

(三)数字经济与包容性就业：分析框架与研究

假设

前文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影响的复杂图

景，特别是“非正规就业”兴起背景下就业与失业边

界的模糊性，讨论了既有研究的不足和职业多样性

视角的优势。那么，数字经济发展究竟如何影响职

业多样性呢?基于当前中国数字化与新职业、新就业

群体发展的现实情形，文章认为数字经济的“创造效

应”能够创造出更多新业态，产生更多劳动需求，有

利于就业的包容性发展。基于中国背景的相关研究

也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为传统产业赋能的同时，也

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了就业岗位的

多样化发展(李磊等，2021；崔宇、范芹，2023)。据此，

文章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包容性就业。

讨论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不能脱离中国

巨大的人口规模这一特征。既有关于城市人口规模

·· 5



2024.7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LABOR ECONOMY AND LABOR RELATIONS

和就业的讨论发现城市的人口集聚将对劳动力市场

产生积极影响。人口规模是就业需求的直接决定性

因素(Beaudry et al.，2018)，人口在城市集聚具有外部

性，将对就业市场产生积极影响，更大的人口规模意

味着更低的劳动力匹配成本和更高的匹配效率，以

及更多的就业需求(陆铭等，2012)。据此，文章提出

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2：城市社会基础(本文指人口规模)是实现

包容性就业的重要基础，能够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

包容性就业的影响。

另外，本文关注数字技术颠覆性创新与移民创

新的叠加影响。既有研究指出，创新是移民发展的

特质(刘志山，2021)，具有不同地域背景、技能的劳动

力集聚，能够为城市带来多样化的知识和想法(Ke⁃
meny & Cooke，2018)，进而推进创新与新职业发展，

提升职业多样性。而数字经济在提升职业多样性的

同时，也进一步推动生产要素的革命性重组，使得集

聚过程加快。其结果是，数字经济发展导致新的空

间集聚，出现了一批世界级城市群和新全球城市。②

因此，劳动力流入带来的移民创新与数字技术颠覆

性创新，两者交叠一起影响城市职业多样性。据此，

文章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3：劳动力的流入推动了包容性就业的发

展，将会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包容性就业的影响。

总之，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工作机会、新业态和新职业，直接提升了就业包容性

与职业多样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城市社会基

础、劳动力要素流动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强化其职业

多样性影响。由此，下文将借鉴以往研究经验，以城

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城市数字经济的代理指

标，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影响，特

别是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社会基础、人口流入对职

业多样性的交互作用。此外，考虑中国劳动者的技

能结构与移民特征，故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关注城

市技能结构与移民来源的差异。

三、数据、变量和研究设计

(一)数据、变量与指标构建

如何测量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就业包容性是

本文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微

观层面的就业效应，关注就业与收入，特别是关键群

体的就业与收入。然而，评估就业包容性首先应该

是宏观层面的整体评估，关注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提

升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包容性，然后才是特定目标

群体或不同技能结构的劳动者的机会获得。而现实

层面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或者说排斥性，往往是以

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或隔离的形式出现(魏万青，

2016；Small & Adler，2019)。因此，本文采用职业多

样性指标评估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包容性。如前所

述，多样性与区隔、排斥相对，体现的是特定机会空

间的分布特征。管理学与社会学常将多样性指标与

特定层面的社会排斥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排斥与

分割的对立面。如，以性别多样性评估性别不平等

或者性别包容性，以族群多样性评估族群不平等。

而对于劳动力市场整体的多样性，则以职业多样性

进行评估。具体而言，本文对城市职业多样性的测

算主要借鉴艾莱斯纳等人(Alesina et al.，2003)以及张

传勇、蔡琪梦(2021)的方法，采用公式(1)构建了衡量

城市职业多样性的指标(Occupational Diversity Indi⁃
cator，ODI)：

ODIct=1-∑
k=1

N S2
kc (1)

公式(1)中，Skc(k=1…n)为职业k在c城市的份额。

本文对职业多样性的测量采用了中山大学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中

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
vey，CLDS)数据。CLDS基于随机分层抽样方法，在

劳动力的流出地进行溯源调查，调查对象为样本家

庭中的全部劳动力。根据公式(1)，本文计算了 2014
年、2016年和2018年各城市的职业多样性指数。其

中，2016年和 2018年CLDS的职业编码以中国 2015
年职业分类与代码为准，共分为八类职业：党的机

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

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生

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

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军人及不便分类的其他从

业人员。需指出的是，由于 2014年CLDS的职业数

据编码采用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所使用的职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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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与代码，因此本文以 2015年版的职业分类标准对

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确保职业多样性测量标准

的统一性。

如前所述，职业多样性是反映不同职业就业机

会均等性的重要指标。图1为文章计算得出的2014
年、2016年及2018年各城市职业多样性指数的密度

分布图，可以看出，城市的职业多样性主要集中在

0.6—0.8范围内。

如何测量数字经济是评估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

另一个难点。一些文献利用计算机和机器人等新资

本货物中的观察结果，测量专用技术变革，虽然资本

与劳动者份额的此消彼长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技

术对就业的替代关系，但劳动者份额变化与贸易成

本变化、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相关(Gross⁃
man & Oberfield，2022)。而部分国内文献使用宽带

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测度数字经济的影响(赵涛

等，2020；田鸽、张勋，2022)，但硬件上的投入不等同

于使用。正如大量建设公路基础设施但使用率不高

一样，数字基础设施也可能是摆设而非实际使用。

一些研究聚焦应用层面展开对数字经济的测量，其

中被广泛采用的是郭峰等(2020)编制的城市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该指数基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

深度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等维度构建了数字普惠

金融指标体系，目前已被应用于衡量中国的数字金

融发展状况(易行健、周利，2018；张勋等，2019)。基

于此，本文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测度综合上述两种策

略展开。首先保持与既有研究间的延续性，选取城

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程

度。同时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投入和数

字技术应用两个层面的特征，本文的稳健性分析采

用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作为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准自

然实验，再次对文章的研究结论进行验证。智慧城

市试点建设兼顾城市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与使用，

与本文研究的城市职业多样性相匹配。

城市社会基础(人口规模)是实现包容性就业的

重要基础，本文采用年末总人口这一指标来衡量。

同时，使用城市劳动力流入规模测量城市移民数。

对于城市移民的衡量，文章主要使用CLDS对流动人

口的定义：将户口在本县(含县级市、区)其他乡镇街

道、本县以外的人口作为流动人口。城市技能结构

是基于 2010年及 2020年各城市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所测算的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来衡量，

并将2010年的测算结果与2014年的CLDS数据进行

匹配，将 2020年的测算结果与 2018年的CLDS数据

进行匹配，将 2010年与 2020年的均值与 2016年的

CLDS数据进行匹配。此外，文章的控制变量包括：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外资使用情况等。相

关城市特征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③

图1 城市职业多样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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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可以看出，城

市的职业多样性指数均值为0.506，且样本城市在城

市移民数的最值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

城市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别

导致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同。

(二)计量模型与实证策略

本文实证设计策略如下：

第一步是采用模型(2)关注城市社会基础(人口

规模)、数字经济发展 (digital economy，简写为“De⁃
con”)与城市职业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ODIct=φ0 + φ1Deconct × Popct + φ2Deconct + φ3Popct +
φ4Xct+πc+δt+μct (2)

公式(2)中，ODIct为 t年 c城市的职业多样性指

数，Deconct为 t年c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代理变量：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Popct为 t年 c城市的社会基础状

况，即年末总人口；Deconct×popct为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与年末总人口的交互项；Xct为 t年影响 c城市职业

多样性的一系列城市特征变量，包括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产业结构等；πc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δt表示年份

固定效应，μct表示残差项。文章在分析中对年末总

人口数、城市移民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实际使用

外资额等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

第二步是分析劳动力流入(城市移民数)、数字经

济发展与职业多样性的关系。具体而言是引入城市

移民数及其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交互项：

ODIct=α0+α1Deconct×Imgct+α2Imgct+α3Deconct+α4

Popct+α5Xct+πc+δt+μct (3)
公式(3)中，Imgct为 t年c城市的移民数，即劳动力

流入数；Deconct×Imgct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城市移

民数的交互项。最后，我们考虑了城市技能结构以

及移民来源的异质性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与机制分析

表2为基准回归与机制分析结果，其中，列(1)和
列(2)关注城市社会基础(人口规模)、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职业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列

(1)显示，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越高、人口规模越

大，其职业多样性程度越高。假设1得到数据结果的

支持，即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职业多样性。表中关

于城市人口规模与职业多样的影响，也与已有研究

发现相符，即人口规模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Be⁃
audry et al.，2018)。列(2)反映了数字经济与城市社会

基础对职业多样性的共同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与年末总人口的交互项为正且显著，即城市

规模会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包容性就业的影响。上

述分析支持了文章的假设1与假设2。
表 2中列(3)和列(4)关注城市移民、数字经济发

展与职业多样性的关系。列(3)显示，城市移民数的

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表明城市移民的增加促进了城

市职业多样性的提升。这一发现与张传勇、蔡琪梦

(2021)等认为劳动力流入有利于丰富城市的职业结

构的观点一致。而列(4)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

城市移民数的交互项为正且显著，说明二者共同作

用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职业多样性。由此得出，劳

动力的流入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包容性就业

的影响，假设3得到证实。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城市职业多样性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城市移民数

年末总人口(万)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实际使用外资额(万美元)
每万人拥有医院和卫生院数

观测值

339
339
298
339
339
339
339
339
339

均值

0.506
197.932
27.862
574.75

62639.72
1.015
1.285

175050.3
0.216

标准差

0.226
40.19
30.069
387.909
38173.7
0.484
1.378

308973.5
0.273

最小值

0
113.78

1
97

12498
0.294
0.001
15

0.017

最大值

0.803
302.983
229

3371.84
185338
4.238
10.979
1886700
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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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表 2中控制变量的系数来看，城市的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越高，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例越高，医疗服务越便捷(每万人拥有的医

院和卫生院数越多)，相应的职业多样性程度越高。

(二)稳健性检验：以智慧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

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既有基础设施投入的影

响，也有技术应用的影响。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选取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

的替代变量，使用多时期双重差分方法重新验证了

本文的结论。目前，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各国推进

城镇化、解决城市问题、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战略选

择(Adejuwon，2018)。早在 2012年 11月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工作的通知，随后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相关部门对

智慧城市试点申请进行了初步的组织、审查和建议，

并于 2013年 1月、2013年 8月和 2015年 4月分别公

布了三批智慧城市试点名单。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涵

盖网络基础设施、智慧产业与经济，以及智慧管理与

服务等多个维度，不仅反映了网络基础设施等硬件

投入，同时也体现了数字技术的使用、渗透和融合。

数字经济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

究证实了智慧城市试点将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以及

企业数字化发展(赖晓冰、岳书敬，2022)，并将智慧城

市试点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外生冲击(张翱、孙久

文，2022)。因此，文章选取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准自然实验，再次分析数字经

济发展的就业效应。文章首先对数据进行了平行趋

势检验，以验证双重差分方法的适用性。图2为政策

实施前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职业多样性差异的变化

趋势。具体而言，政策实施以前，系数的估计值未达

到显著性水平，表明满足共同趋势假设，说明使用双

重差分方法是合适的。

接着分析城市社会基础、智慧城市试点建设与

职业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移民流入、智慧城市试

点建设与职业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表3为分析结果。

列(1)显示，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与年末总人口的交互

项为正且显著，城市规模的增加将促进智慧城市建

设对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影响。列(2)显示，智慧城市

试点政策与城市移民数的交互项为正且显著，这表

明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试点城市中，劳动力的流入进

表2 基准回归与机制分析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城市移民数

城市移民数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年末总人口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年末总人口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区生产

总值

实际使用外资额

每万人拥有医院和卫生院数

常数项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因变量：城市职业多样性

(1)
/
/
/

0.441***(0.034)
0.405***(0.040)
0.054***(0.005)
0.017***(0.004)
0.006***(0.001)
0.003*(0.001)

0.109***(0.001)
-4.632***(0.309)

Yes
Yes
339
0.786

(2)
/
/

0.258***(0.006)
-1.271***(0.054)
-0.964***(0.055)
0.042***(0.004)
-0.008***(0.003)
0.008***(0.001)
0.003**(0.001)
0.071***(0.001)
4.543***(0.391)

Yes
Yes
339
0.803

(3)
/

0.018***(0.006)
/

0.639***(0.082)
0.385***(0.040)
0.050***(0.009)
-0.027***(0.007)
0.008***(0.002)
0.004(0.003)

0.107***(0.002)
-5.453***(0.530)

Yes
Yes
298
0.790

(4)
0.030*(0.018)
-0.137(0.092)

/
0.575***(0.095)
0.376***(0.041)
0.051***(0.009)
-0.025***(0.007)
0.009***(0.002)
0.004(0.003)

0.105***(0.003)
-5.063***(0.614)

Yes
Yes
298
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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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高了城市的职业多样性，也即提升了城市的

包容性就业。这些结果与前文的结论较为一致，验

证了文章主要结论的可靠性。

五、异质性分析

(一)城市技能结构不同的异质性分析

有偏技术进步理论关注技术就业效应的异质

性。既有研究基于有偏技术进步理论，关注数字经

济就业效应对不同技能结构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异质

性，主要聚焦微观效应而较少讨论城市层面的异质

性。职业多样性是城市层面的测量，因此本文进一

步探究了城市技能结构不同的异质性影响。具体而

言，本文将基于普查数据计算所得的各城市的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作为划分标准，将该比

重大于及等于各年份城市比重中位数的城市设为1，
简称“高技能城市”，将该比重小于中位数的城市设

为 0，简称“低技能城市”。结果如表 4所示。表 4中
列(1)和列(2)显示了在不同技能结构的城市，城市社

会基础、数字经济发展与职业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无论是在高技能城市还是低技能城市，人

口规模的扩大都将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包容性

图2 共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表3 稳健性检验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城市移民数

城市移民数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年末总人口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

年末总人口

常数项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因变量：城市职业多样性

(1)
/
/

0.169***(0.025)
-1.019***(0.164)
0.362***(0.040)
-2.562***(0.248)

Yes
Yes
Yes
339
0.785

(2)
0.025**(0.012)
0.014**(0.005)

/
0.035(0.038)

0.334***(0.038)
-2.320***(0.269)

Yes
Yes
Yes
298
0.789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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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列(3)和列(4)分析了在不同技能结构的城

市，移民流入、数字经济发展与职业多样性之间的关

系。结果表明，在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

流入将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包容性的影响；而

在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降低了数

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包容性的影响。其原因可能是在

低技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者产生替

代效应，挤出了低技能劳动力，或者使得低技能群体

涌入生活服务业与灵活就业，从而不利于提高职业

多样性。

(二)城市移民来源不同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移民来源可能影响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

放度与包容性，因此本文又考虑了移民来源的异质

性影响。其中，移民来源异质性是根据移民的户口

所在地和最近一次迁入地判断移民是否跨省流动进

行识别，将城市内移民主要来源于跨省流动的设为

1，主要为省内流动的设为0。表5为分析结果。表5
中列(1)和列(2)显示，无论城市移民主要为跨省流动

还是省内流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年末总人口的

交互项都为正且显著，即城市规模的扩大将增强数

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包容性的影响。列(3)和列(4)显
示，城市移民主要来源为跨省流动时，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与城市移民数的交互项为正且显著，即移民的

流入将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包容性的影响；而

城市移民来源主要为省内流动时，该交互项为正但

并不显著。

六、结论

评估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的利与弊，是政策辩

论与学术争鸣的核心。虽然关注数字经济就业效应

的文献快速增长，但既有研究大多是基于企业层面、

微观层面的数据，无法捕捉劳动力跨企业、跨部门流

动下就业效应的整体图景。与此同时，既有研究聚

表4 城市技能结构不同的异质性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城
市移民数

城市移民数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年
末总人口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年末总人口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地
区生产总值

实际使用外资额

每万人拥有医院和卫

生院数

常数项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因变量：城市职业多样性

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

城市

(1)
/
/

0.110***(0.009)
0.291***(0.086)
-0.472***(0.050)
-0.121***(0.007)
-0.082***(0.006)

0.003(0.003)
0.019***(0.002)
0.111***(0.002)
0.012(0.448)

Yes
Yes
181
0.862

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

城市

(2)
/
/

0.329***(0.011)
-1.838***(0.088)
-1.412***(0.091)
0.133***(0.009)
0.188***(0.009)
0.009***(0.002)
-0.022***(0.002)
0.185***(0.030)
7.041***(0.668)

Yes
Yes
158
0.817

高技能劳动力为主的

城市

(3)
0.060*(0.035)
-0.326*(0.192)

/
1.595***(0.231)
0.064(0.062)

-0.208***(0.014)
-0.115***(0.011)
0.038***(0.007)
0.057***(0.010)
0.108***(0.005)
-5.906***(1.433)

Yes
Yes
149
0.883

低技能劳动力为主的

城市

(4)
-0.058*(0.035)
0.308*(0.177)

/
-0.114(0.142)

0.632***(0.072)
0.206***(0.019)
0.068***(0.024)
-0.007***(0.002)
-0.034***(0.005)
0.254***(0.047)
-4.442***(0.890)

Yes
Yes
149
0.816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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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于就业总量、失业率和收入，无法反馈数字时代劳

动力市场“就业与失业边界模糊化”的特征，数字经

济就业替代效应下低技能劳动者向“非正规就业”与

灵活就业部门集聚的特征，以及灵活就业以劳动强

度和时间换收入的特征。本文在阐述既有研究指标

不足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城市职业多样性指标

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相对于既有指标，

职业多样性不仅可以从跨区域、跨城市、跨部门的视

角关注就业市场的变化与分布，同时也能聚焦特定

城市、区域、部门进行多样性测量。更为重要的是，

职业多样性指标是分布式指标，能捕捉数字时代“就

业与失业边界的模糊化”和劳动者向特定职业集聚

的特征，弥补了既有指标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

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影响、作

用机制，以及城市技能结构、移民来源的异质性。实

证分析发现，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以

及移民的流入，城市就业发展的包容性增强，但城市

人口的技能结构差异将影响城市的职业创造。在低

技能为主的城市，移民的流入降低了数字经济发展

对城市就业包容性的影响；而高技能为主的城市，移

民的流入能够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对包容性就业的

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对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如何有效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具有如下意义。

第一，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较好的城市社会基

础有利于推动城市职业多样性与包容性就业，是实

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前提。数字化主导的新一轮技术

革命，提高了大都市区的人口产业承载力，产生了新

的集聚和发展动力，因此需要大力推进城市的数字

技术建设和应用。

第二，城市移民促进了思想及知识的传播，结合

人口集聚效应，将使更多劳动人口享受到经济增长

和城市发展带来的益处，增加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包

容性与职业多样性。流动人口是城市不断成长和发

展的重要力量，要抓住数字化发展为流动人口带来

的机遇，促进城市就业的包容性增长。

第三，需要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增长机会

的包容性与公平性，特别是对重点群体的包容性。

文章的分析结果将有偏技术进步理论应用到城市层

面，研究发现在高技能人口占比较低的城市，移民的

流入将降低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职业多样性的影

响。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为更好地实现就

注：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表5 城市移民来源不同的异质性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城
市移民数

城市移民数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年
末总人口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年末总人口

常数项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因变量：城市职业多样性

移民主要来源为跨省

流动

(1)
/
/

0.123***(0.024)
-0.726***(0.232)
-0.524***(0.167)
3.304**(1.440)

Yes
Yes
Yes
272
0.810

移民主要来源为省内

流动

(2)
/
/

0.130***(0.017)
0.151(0.174)

-0.264***(0.099)
-2.334**(0.966)

Yes
Yes
Yes
266
0.848

移民主要来源为跨省

流动

(3)
0.075**(0.033)
-0.379**(0.173)

/
-0.073(0.177)
0.146(0.097)
-0.562(1.292)

Yes
Yes
Yes
272
0.809

移民主要来源为省内

流动

(4)
0.023(0.021)
-0.116(0.107)

/
1.055***(0.105)
0.442***(0.037)
-7.355***(0.617)

Yes
Yes
Yes
266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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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优先战略，需要重视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就业机

会，以提高城市的包容性就业水平。未来社会科学

研究与政策制定者对于数字经济就业效应的关注，

应涵盖就业整体增长与机会分配内涵，基于包容性

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

注释：

①赖祐萱：《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微信公众号“人物”，

https://mp.weixin.qq.com/s/Mes1RqIOdp48CMw4pXTwXw。
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新一轮

技术革命与中国城市化 2020～2050——影响、前景与战略》，

载《管理世界》2022年第11期。

③其中，经数据匹配后涉及的城市样本数分别为：2014年
101个城市，2016年129个城市，2018年109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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